
扶犁耕地的不
会吆喝牲口，手里摇
着鞭子，嘴里却对着
耕牛喊着“兄弟向
南，哥们向北”

农场机关曾连续五月没发工资
签约的时候，郭俊强的腿

有些发软，“这单位招聘怎么
这么简单？”那是1996年，郭俊
强刚刚从中南政法学院毕业。

“想来吗？”招聘人员说，“想来
就没问题。”

郭俊强十分诧异，应聘一
名警察可以这么宽松？他再一
次仔细看了看单位介绍——
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
确实是北京的国家机关。家境
贫寒的郭俊强没有办法放弃
这个机会。

郭俊强没有想到，北京市
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并不在北
京市内，而是在离北京100多公
里外的天津东部郊区，那里根
本不是什么繁华大都市，而是一
片比农村还要荒凉的盐碱地。

1996年7月10日，郭俊强到
清河农场报到。看着一眼望不
到边的农田，就连来自河南农
村的他也无法想象居然还会
有这么艰苦的地方。眼前是一
排排上世纪70年代建设的低
矮红砖平房，屋内地面返潮厉
害，蚊子横飞，再加上年久失
修，许多红砖房屋顶漏雨。

郭俊强签约以来积聚的
忐忑不安一下子全部迸发出
来。到达清河农场的第一夜，
他喝醉了。其实，郭俊强的经
历并不算清河农场招聘史上
最离奇的。1995年，清河农场
在内蒙古招聘大学生时，招聘
人员甚至问出了“假如三个月
不给你工资，你还会不会来”
的问题——这并不是故意考
验应聘者，在上世纪90年代初
期，清河农场干警的工资真的
要迟发一个季度，1月份的工
资可能在4月份才能下发。清
河农场机关甚至曾经连续五
个月发不下来工资。

“有时候我们发工资要到
宁河县去借。”北京市监狱管
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回
忆说，当时，国家只负责劳改
机关经费开支的一半，另一半
要靠自己创业，自己挣钱。那
年月，在清河农场的所有领导
中，谁管财务，谁能搞到钱，谁
就最有权威。

而那个时期的清河农场，
一直以农业经济为主体。“每
天你看到的就是戴着草帽的

警察与带着镰刀的犯人下地
劳作，那场景十分怪异。”王金
亮说，清河农场的干警们都被
称为“农民警察”。农场生产的
粮食先是交公粮，毛粮交给国
家，然后监狱再去买成品粮。

除此之外，清河农场还有
造纸厂、机械厂、粮食加工厂
等几家工业企业。但改革开放
之后，监狱经济的政治优势逐
渐丧失，政策保护、减免税
收……一把把“保护伞”被收
了回去，只剩下了廉价劳动力
（犯人）。清河农场几家企业的
生产经营状况全都濒于破产。
与绝大多数监狱一样，清河农
场也走向了来料加工的道路。

监狱大都远离城市，尤其
是清河农场。这种布局从清河
农场的第一代起，就在农场职
工干警身上烙下了深深的痕
迹。“虽然是北京人，但许多人
一辈子都没到过北京。”原清河
农场教育改造处处长、73岁的
崔乃贵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
末，有一些清河农场干警第一
次到北京城，都会专门找一家
西餐厅吃一顿传说中的西餐。

为集训国民党特务，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
院批准，“北京市地方国营清河农场”于1950
年2月24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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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有犯人曾为“零”

“革命需要”在1957年之后
愈发强烈。那一年，又一批“专
政对象”被送入清河洗涤罪恶。

此刻清河农场内部早已滚
动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成分复
杂。“那个时候，我们一度被戏称
为‘清河国’。”原清河农场教育
改造处处长、73岁的崔乃贵说。

从1959年开始，与全国其
他农场一样，富足的清河农场
也开始实行粮食定量。1960年
前后，全国饥馑，劳改农场自然
是首先削减粮食供应的地方。
从1957年底开始，每个犯人的
月定量由45斤降到了21斤。

随着灾荒严重，代食品也
愈加多样化，豆秆、榆树皮、稻
草，以及其他可以粉碎的植物
根茎都变成代食品。灾荒带来
了平静，“大跃进”的锣鼓平息
下来，这是一段罕见的没有政
治运动的日子。

1966年“文革”发动，“这一
次，整个清河农场都被打散
了。”王金亮回忆说。

清河农场进入了军管时
期，一个分场一名军代表。1969
年，军代表对当时清河农场所
管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战备疏
散，在38天内，将13000多人疏
散到了河北、山西等25个省区。
1969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仅2
人，无劳动教养人员。1970 年，
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为“零”。此
时，绝大部分干警也被遣散到
北京周边县区劳动。

刑事犯没有政治犯好管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
法》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终于
出台，自此，“刑事犯”逐渐成为
清河农场收押的主流。

“当时的老监舍围墙只有
2.2米。1996年，一夜大风就吹
倒了一大片围墙。条件可想而
知。”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
局政委王金亮说，看押罪犯的
任务十分艰苦、艰巨，一到下半
年，玉米、高粱等高秆农作物长
起来，如同“青纱帐”，罪犯逃跑
风险很大，

犯罪分子当时都在大田劳
动改造，而那时的监狱警察连一
辆像样的车都没有。更可怕的
是，甚至有犯人挖洞已挖到大墙
之外，暴狱的危险随时存在。

“这些罪犯恶习深、性情粗
野，在监狱里的纪律意识差，管
理难度也大。”王金亮说，在上
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犯人的素质降到谷底。

老一辈清河干警比较怀念
有文化的“监管对象”，“听话，懂
道理，讲清楚了就会干得很好，
累得直不起腰来也没有怨言。”
崔乃贵说，而这些刑事犯，“没有
文化，就知道闹”，有时稍有口
角，拿起砖头、铁锹就打架。

新鲜的法治试验

1983年，老公安魏相如主
政北京市劳改局时，“严打”正
如火如荼。刚从北京市公安局
独立出来的劳改局，已划归正
在重建的司法系统。

魏相如担负的是监狱整顿
与改革的重任，没有人告诉他
到底朝哪个方向走，而他发布
的第一个革新之举大大出乎
人们意料——“不准给犯人剃
光头”。

魏相如的“不准给犯人剃
光头”推行了一年多。1985年，
清河农场某中队跑了一个犯
人，农场政委一怒之下，犯人一
夜间又全被剃了光头。“我讲了
一年多的道理，还是没能把他
们的观念扭转过来。”魏相如非
常恼火。

1985年初，魏相如再次提
出了革新举措——给将要刑满
释放且一贯改造表现好的犯
人，按照一定比例放假三天，让
他们直接回家过年。如今24年
过去了，这个试点运行完好。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踩着
脚印走，那还怎么改革。”魏相
如说。同样是在1985年，他甚
至批准了两名犯人在服刑期间
结婚。

从劳改农场步入“监狱”角
色的清河农场，有太多的空白
需要填补。整个80年代，改革空
气弥漫在整个监狱系统上空。

“报告政府”到“报告警官”

如今，清河分局各监狱崭
新的监舍看上去更像是一所
大学。两道宽约十米的大铁
门，混砖结构五六米高的围
墙，上面密布电网。走进清河
农场清园监狱，就会看到一个
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广场，两边
是一色的三四层崭新楼房。每
个监舍30余平米，住着8~12名
犯人。监舍里有电视，有独立
洗手间。

反革命的罪名早已消失，
现在关押的主要是刑事犯。清
河农场的正式名称已经是“北
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但
在监狱管理局内部，它仍然是
偏远的北京“飞地”，人们仍然
习惯称之为清河农场。

这个偏远的“小岛”，早已
告别了农业改造的时期，犯人
劳动不再出监，监狱干警不再
是“劳改干部”，而成为名副
其 实 的 监 狱 人 民 警 察 ——
1994 年《监 狱 法》颁 布 实 施
后，国家正式取消“劳改”一
词，一律以“监狱”来称呼各
式各样的监狱。劳改农场成
为历史，监狱的刑罚特征逐
渐取代政治性特征。一个细
微但却鲜明的特征是，犯人有
事以前喊“报告政府”，现在
是“报告警官”。

主动要求参加“集训”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劳
改农场。中央只是划拨了2400万
斤小米，而他们却在几年内，收
押改造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还使
十余万亩荒滩变成了良田。

1949年初，北平。北新桥炮
局胡同集中收押点的国民党军
警宪特人员越来越多。和平解放
的北平正处于解放军军事管制
状态。当时，对这些旧政权的残
余势力采取集中收押的管理方
式，是形势所需。

2月25日，新成立的军管会
在这座古城的墙壁上贴出布告，
限令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等人员
到指定地点报到。新政权已作出
决定，在国民党炮局监狱的原址
成立“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前
来报到的人员进行“强制集训”。
军管会公安局为此专门设置了
登记处，等待旧政权遗留人员前
来验明正身。

新政权布告的威力很快显
现，打破沉默的是国民党军统局
北平站站长徐宗尧。这位国民党
少将特务，带着被褥毯子，坐着
自己的黑色轿车，直接开到登记
处，在新政权工作人员核对姓名
之后，走进清河训练大队。

相当一部分国民党的军警
宪特人员是自己要求参加“集
训”的。在他们想来，随着旧政权
的败退，他们所谓的“合法身份”
已被剥夺，而新成立的政权急需

“人才”，或许在“训练”结束后，
新政府还能给他们一官半职。一
个名叫徐太麟的军统特务，甚至
为此编造假履历，“自首”说当过
国民政府大官——他以为这样
就能在“训练”结束后获得更高
的职位。

原本清河训练大队计划只
是“强制集训”300人左右重要的
国民党特务，但这个数字却不断
被突破。至临近开国大典时，清河
训练大队已经集中了1000余人。

但这些特务们很快发现，现
实与想象完全不同。“晚上能听
到有人在偷偷哭，还有些特务大
喊大叫，大哭大笑。”原清河农场
监察科科长、85岁的卢凤来回忆
说，这些特务在被集中之后，在
一次与外界通话时，有人拿着电
话机哭起来。“训练大队为什么
起名叫‘清河’？就是要特务们将
自己身上的罪恶、灰尘、不干净
的东西清洗清洗。”卢凤来说。

第一座劳改农场

那时的卢凤来只有二十四
五岁，是清河训练大队第一批工
作人员。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他
隶属中共冀东区北平情报委员
会，一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掌
握了一些国民党特务的资料。

清河训练大队的其他工作人
员也基本选自中共冀东区北平情
报委员会，清河训练大队大队长
安林就是情报委员会负责人。

国民党特务源源不断走进清
河训练大队，这给卢凤来他们造
成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当时，清河
大队只有17名干部，而国民党特
务却越来越多。尤其是当这些历
史反革命分子发现这里并不是什
么镀金之地时，气氛越来越紧张。

起初，国民党特务们私下还
保持着原来的组织关系，彼此互
称官衔，上下级关系明确。大特
务大都端着架子，沉默不语；小
特务们则打水扫地，甚至给“官
长”铺床叠被。清河训练大队让

他们自选班长，结果选出来的都
是大特务。

“为了改造他们的思想，安
林每周都会讲一次大课，主要是
对比说理，让这些特务认识对人
民犯下的罪行。”卢凤来回忆，安
林讲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美帝侵
华史》、《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为了摸清特务们的底细，
1949年10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际，清河训练大队号
召“受训人员”用坦白检举的立
功行动，争取做一名新中国公
民。这种以敌制敌的方法非常有
效，“他们开始主动坦白，并且互
相咬、互相揭发。”

“交枪支弹药，交财产，金戒
指、金镯子、金条、钻石……有的
是他们写信让家人送过来，有的
是我们派人去取。”时任清河训
练大队某中队伙食管理员的王
根富回忆，军统北平特务组长曲
福乐交了几十支曲尺手枪。

根据“受训人员”交待的材料，
清河训练大队编写出《军统概
况》、《中统概况》等特务组织资
料，它们至今仍保存在清河农场
的档案室里，书本已然卷曲泛黄，
翻开来，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当年
特务们的姓名及其组织结构关系。

到1949年底，狭小的炮局胡
同监狱有些不敷使用。“最多时，炮
局胡同集中训练了2000多人，已经
放不下了。”卢凤来说。1949年底，
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不能使大批
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坐吃闲饭，要通过劳动把他们改
造成为自食其力新人”的指示。

劳改农场的成立呼之欲出。
1949年11月，受当时北京市

市长聂荣臻的委托，安林来到了
天津以东一片30多万亩、从未有
人开垦过的荒滩上。这里被称为
茶淀地区，属于河北省宁河县，
处于三条大河围成的三角地带。
这块盐碱荒地就像一座孤岛，远
远漂浮在与首都有相当距离的
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第一座劳改农场——清河农场，
就在这里诞生。

1949年11月16日，北京市公
安局派出几名先遣队员深入渤
海滩涂的茶淀地区，为“清河训
练大队”考察选址。12月27日，46
名干部、警卫战士、技术人员押
解25名敌特分子，第一批开赴这
里，拉开了清河农场的建设序幕。

1950年2月24日，经中央人
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以2400万斤
小米作为启动经费，“北京市地
方国营清河农场”正式成立。安
林任场长。2月24日至3月15日，
北京市公安局将清河训教大队
管训的敌特分子，分三批计1950
名押解到这里，实行劳动改造。

“坐火车去的，列车上挂五
六节车厢，从北京永定门开到茶
淀车站。”卢凤来说。北京市公安
总队调来了500多人的一个营兵
力负责武装看押。

当时，清河农场的武装看押

显得十分重要，一个中队收押
100多人，干警有二三十人，其中
有五六名小队长，每人配备一支
长枪，他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面对看押改造的敌特人员，时
刻得握紧枪杆子，不是闹着玩
的。”王根富说。

对于过惯城市生活的特务
们来说，劳动改造简直是一场磨
难。他们中能人很多，有人十多
岁就开始玩枪，有的是京城纨
绔，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对
于干农活，他们简直是“五谷不
分”。扶犁耕地的不会吆喝牲口，
手里摇着鞭子，嘴里却对着耕牛
喊着“兄弟向南，哥们向北”。几
个人抓着骡子的笼头，急得脸红
脖子粗却套不上车。“出尽洋
相。”卢凤来说。

出工不到两天，大部分特务
手上即磨出了血泡。为了逃避这
种超负荷的劳动，有人甚至蹲在
别人解的大便上假装方便耗时
间，也有人假病装傻、吞食异物。

犯人争先恐后“露鼻子”

现在的人也许很难想象那
时的干部觉悟。当时的劳改干部
与这些历史反革命们几乎同吃
同住。干部还要带头。挖水渠时，
许多干部把裤脚一挽，赤脚下到
冰冷的烂泥里带头排水挖泥。

劳改干部大都出身贫寒，一
个个身经百战，但却没有文化。

“当时我们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五
处，因为没文化，被人称为‘傻老
五’。”卢凤来说。

国民党特务们却正好相反，
他们当中不少都是官富子弟、大
学生。“说实在的，要是论文化，
咱比不了人家。”后来当了清河
农场副场长的王根福说。

对于这些有文化的历史反
革命，清河农场决定“能用的就
都用上”，并公开宣布“改造态
度、表现好坏，出勤与劳动工效
高低，是决定将来对其量刑轻重
的条件之一”。这对已被关押了

一年的“犯人”来说，震动可想而
知。他们的干劲很快上来了，“都
争先恐后‘露鼻子’。”

在一份“关于茶淀农场筹备
工作汇报”中，对他们的表现这
样描述，“孙继英认为在设计方
面比别人都强，但郑君成和陈子
厚就不服。纪鸣远在农田水利上
有经验，但为了表现自己，就不
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别
人，苏金城为了表现自己，直接
给干警写建议书……”

当时清河农场的基建处，可
以说掌握了旧中国最高的技术
水平。整个50年代，清河农场在
北京乃至全国都广为人知。

到1951年6月，清河农场已
收押了5000多名反革命分子。他
们的劳动改造换来了一条中心
干渠，两座大型扬水站，还有纵
横农场的大小渠道。“渠道设计
得相当科学，有的是自己设计
的，有的是请苏联专家设计的，
也有的是被改造的反革命分子
设计实施的。”卢凤来说。

反革命分子们的大部分时
间都在生产劳动，这在清河农场
的领导层中曾经发生过许多争
论，包括是否要使用有文化的反
革命分子，都成为争论焦点。在
当时清河农场分管管教工作的
副场长李一平看来，管教永远是
第一位的，干部与反革命分子之
间毕竟是“敌我矛盾”。这个矛盾
经常表现得非常极端。

1950年3月，军统特务兴安
站少将站长冯兰亭在朝鲜战争
爆发后，认为时机已到，纠集6名
同犯建立“蒙难同志会”，密谋潜
逃后拉几百人到太行山打游击，
被其他特务告发。同月，军统塘
大分局长杜锡进密谋集体越狱，
亦被告发。后杜锡进再次潜逃，
被抓后执行法办。

不过，大部分特务已经接受
了“改造是唯一出路”的观念，在
劳动中等待着新政权给予宣判。
1950年7月12日，清河农场举行
第一次全场宣判大会，北京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对440名国
民党特务宣判了劳动年限，刑期
最长的五年，最短的半年。

在《清河农场五十周年大事
记》一书中，第一次提到“镇反”
是在1951年4月25日：“清河农场
根据市局指示将镇反运动中应
镇压的399名罪犯押解进京。于
当晚7：00时安全抵京。”卢凤来
和王根福都亲自押解过要被“镇
反”的罪犯，“用的是火车”。

“这是当时执政的需要，也
是革命形势和国际形势及国家
安全的需要。”现任北京市监狱
管理局清河分局政委王金亮，提
起这段历史时说。

仍习惯称清河农场

1969年，清河农场实有犯人仅2
人，无劳动教养人员。1970年，清河
农场实有犯人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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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地”清河
探访共和国第一座劳改农场


